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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新闻报道的统计分析和对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政策

文本的对比分析，梳理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历程，研究其特点、问题与限制因素，寻求进一步协

同治理的可能。研究发现，大湾区环境合作逐步深化，但以小范围的合作为主，区域性合作较

少；以会议会谈和相关文件签署为主，实质性行动合作较少；且多关注水体和大气的保护和治

理。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各成体系，治理模式和负责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法途径和力度、监

管内容和标准、信息获取范围均有不同，是限制协同治理与环境合作的主要因素。为此，未来

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可以从多尺度推动环境治理的协同联动、多种形式提高合作的可操作性、

多领域拓展环境协作内容等方面予以推进。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环境治理；协同治理；新闻事件

DOI: 10.11821/dlyj020200254

1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人居环境
矛盾较为突出的地区，存在臭氧和细颗粒物浓度较高、地表水和近岸海域污染严重等问
题[1, 2]，生态环境质量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2019年 2月 18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成为指导大湾区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指出应“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
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并“加强粤港澳生态环境保
护合作，共同改善生态环境系统”[3]。因此，推进大湾区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是提升湾区
品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的重要支撑。

环境治理是以污染物控制和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通过环境规制、协作、科教宣
传、污染治理等手段，约束、限制经济体的污染物排放，引导其降低或减少环境影响的
制度体系与行动[4-8]。当环境治理涉及不同利益主体和相关机构[9]，主体间通过竞合博弈调
整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在合作存在额外价值且被各方认可时选择合作[10]，即环境协同治
理。环境问题上多主体的协同能调节环境治理中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冲突[11]，更有效地适
应和解决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12,13]。在跨域的不同环境治理单元之间，一方面由于行
政边界导致的跨界污染存在引发不同区域主体协同治理的需求；另一方面，不同区域主
体在环境规制体制、标准、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需要在治理手段和途径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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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协同。目前关于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研究涉及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现状与问题分析[14]，

协调机制分析与建构[15,16]，跨境合作的动机和倾向分析[17]，跨国网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

用研究 [18]，环境规制下污染产业跨区域分工、演化和协同创新研究[19]等，并从不同角度

构建环境协同治理的方案与框架。如Ye等从空间尺度、空间类型和协作策略三个维度构

建协作管理框架，提出了区域合作与环境治理的方法[15]；Wiering等提供了一个侧重于合

作程度以及政策安排异同的分析区域倡议的框架 [20]；Perrier 等提出“法律融合”的概

念，将常规的、国家的、国际间、超国家及地区间不同模式的规范重新组合[16]。目前

对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研究以环境污染治理案例研究为主，涉及国际 [17,18]、跨省域城

市群 [14,21]、跨界流域[20,22]等多个尺度，并着重关注跨界河流的管理与生态补偿问题[20,23,24]及

空气污染跨域治理问题[15,25]。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实践创新，但由于三地经济发展阶段和环

境诉求不同，监管体系和制度环境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与内容存在差异，环境协同治理

面临困境。现有研究多认为政治的特殊性、需求的不对称、法律障碍的存在、协同经

验的缺乏、合作层次的局限、协商平台的缺失等限制了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与

效率[26-29]。为更清晰地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限制因素与推进路径，本文通过

梳理粤港澳三地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数据，试图在更广的覆盖面上，从公众视角分析大

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历程与特点。同时，佐以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和

对比，梳理总结粤港澳环境治理的制度差异及其对三地环境协同治理的约束与限制。在

此基础上，提出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推进路径，为促进大湾区的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政策

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九个地级市（即珠三角九市）组成的城市群。本文主要

选取发生在该区域范围内的环境合作事件新闻报道以及与该区域相关的环境规制文本进

行研究。同时，由于大湾区的发展也处于港澳与大陆关系的背景中，因此也将部分超出

城市群范围，但涉及港澳与大陆的环境合作事件和规制政策文本纳入。

2.1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事件文本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由来已久，近二十年更受到广泛重视。考虑到数据可获

取性和一致性，本文对2000—2019年涉及大湾区环境合作的新闻事件进行研究，主要采

用广东、香港、澳门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新闻报道文本作为数据来源。数据取自慧科新

闻数据库（WiseNews），该数据库收录了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区在内的超过

700家媒体的即日新闻，可以实现对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新闻报道的全方位采集。

检索采集各年标题中包含环境相关关键词（即包含“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生态

文明”“绿色发展”“节约资源”“绿色低碳”中任一词）和合作相关关键词（即包含“合

作”“协作”“协同”“共同”“合力”“联合”“联手”“携手”中任一词）的综合新闻，再

经过人工筛选，得到 2000—2019 年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新闻 564 条，包含广东省、香

港、澳门三地主要新闻媒体。数据采集完成后，将被多家媒体多次报道的新闻事件进行

合并，并将此类事件认定为公众关注焦点事件着重研究。将所有环境合作事件从合作对

象、途径、内容等方面进行分类整理和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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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的文本比较
在收集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文本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及横向对比分析，对三地环境

规制特点和差异进行深入探究，挖掘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广东省的环境规制文本包括国
家、省级和主要地市三级层面的环境政策和标准，主要来自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
（http://gdee.gd.gov.cn）；香港的环境规制文本主要参考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官网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top.html）列举的法律与规例；澳门的环境规制文本主
要参考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官网（http://www.dspa.gov.mo/index.aspx）列举的法例
与指引。

3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历程与问题

3.1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历程与特点
借助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事件的新闻报道，梳理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

的主要历程，总结其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图1~图3为2000—2019年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
新闻报道数目和发生事件数目。从中可以看出：

（1）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协同治理趋势不断加强。图1显示，2000—2019年，报道
大湾区内部环境合作的新闻数目不断上升，尤其是2009年国务院颁发《珠江三角洲改革
发展规划纲要》后，珠三角地区一系列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陆续签订。当年就有《粤港
环保合作协议》《珠中江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协议》《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
议》《粤港政府改善珠三角空气质素合作框架》等8份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签订。2010年
广东省政府印发《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广佛两市签署《广州市佛山市同城
化建设合作协议》及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4个对接协议，标志着珠三角合作的进一步推
进和广佛同城的正式启动，大湾区内部随之开始出现大量的区域环境合作。2014年，泛
珠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召开，包括广东、香港、澳门在内的泛珠各方共同签署了联席
会议纪要和《泛珠三角区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 （2015 年—2025 年）》，在其推动下，
2015—2017年大湾区内环境合作事件
数目有所上升。2017年，国务院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
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发展规划，同年签署《深化粤港澳
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2018年大湾区开展大量合作活动，环
境合作事件数目也在这年达到另一个
峰值。

（2）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
以小范围的合作为主，区域性合作相
对较少。图1显示，2000年以来，粤
港合作在大湾区内部环境协同治理中
占据重要地位，该类合作既包括在大
陆与香港合作推动下的粤港合作，也
包括邻近城市深圳市与香港的合作。
同时，珠三角内部城市间的环境协同

图1 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新闻

数目和事件发生数目（分参与方）
Fig. 1 Number of news events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rted by

participants) from 200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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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事件数目也相对较多，并以广
佛、深莞合作为主。相对而言，澳门
在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中处于边缘地
位，粤澳合作、港澳合作事件报道都
较少。涵盖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区域
性合作在 2017 年及之前相对较少，
每年不足5次。2018年后在大湾区建
设的带动下，区域性环境协同治理事
件报道增加，但仍有待进一步推动。

（3）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
以政府间会谈和文件签署为主，实践
行动事件相对较少。图2显示2000—
2019年大湾区环保合作相关新闻事件
类型变化。在大湾区环境合作事件
中，通过召开合作小组会议、合作研
讨会、论坛等各类会议会谈，就双方
或多方环保合作问题进行总结、探讨
并提出进一步合作计划是区域内环境
合作的主要形式，在大多数年份中均
占合作事件总数的40%以上。泛珠三
角区域环境保护联席会议、港澳环保
合作会议、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会议、珠澳环保合作工作小组会议等都是大众
关注的焦点。粤港澳各地就环境合作问题签署相关协议、专项规划、合作方案等，是环
境合作的第二类主要形式，事件数量占比约 30%，但合作协议存在缺乏法律强制力、
内容不完整、可操作性较弱、效力
等级较低等问题，执行能力和实施
效果有待提高 [30,31]。环保联合执法、
环境事件联合演习等实际操作性的事
件则相对较少发生，占比通常不足
10%，且绝大部分发生在珠三角内
部，以广州和佛山、深圳和东莞等邻
近城市间的协同治理实践为主。广东
和香港的联合治理非常少，广东和澳
门、香港和澳门间基本没有联合治理
事件的新闻报道。

（4）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保护和
治理是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
焦点，其他领域的合作相对较少。水
体污染和大气污染是目前大湾区内主
要的环境问题，对水和空气的保护和
污染问题的治理较为紧迫。同时，大
湾区内河流、海水跨界污染问题的存

图2 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

新闻事件类型变化
Fig. 2 Change in the types of news events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0 to 2019

注：其他事件是指环保工业园联合打造、环保工作联合调查、区

域环保嘉年华等，数量较少且无法归入前面几个主要类别的内容。

图3 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

新闻事件关注内容
Fig. 3 Major concerns of news events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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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大气污染的跨界流动现象[32]也促使水体和大气的跨界污染治理成为大湾区环境合作
关注的重点。图3显示，除了整体的环境保护合作外，水环境保护与治理和大气环境保
护与治理事件发生频率最高，是大湾区环境合作中最受关注的领域。大湾区在环保产业
合作、环境科学技术合作等其他领域的区域合作事件相对较少，每年不足2次，环境协
同治理的多元化还有较大提升的空间。
3.2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的限制因素与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三
地社会制度、法律体系不同 [33]，环境治理体系相互独立，由三地环保相关部门各自负
责，制定和执行不同的环境规制标准，对环境质量和污染物进行管控。粤港澳三地经济
发展阶段和环境诉求不同，监管体系和制度环境不同，生态环境管理模式存在差异，由
此影响了大湾区的环境协同治理。

（1）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模式和负责执行主体不同。香港的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严格
的立法执法实现，法律条文较多，执法力度较严。环保法例及附属规例涉及空气、水
质、噪音、固体废弃物，以倡导工商界防止污染、惩罚违规的污染者，此外对市民个体
行为也有相应的法律条文予以管理约束。香港环境监管由环保署、警方及其他多部门共
同参与，环保署辖下环保法规管理科的四个区域办事处及总区办事处是法例执法活动的
主要负责方。澳门也通过立法执法实现环境规制，澳门环保局实施和统筹有关防治、控
制、处理环境污染制度的施行计划及行动，就工业、商业或服务业场所的设立和可能产
生环境影响的任何活动进行环境监察，确保环境法例的遵守。相对而言，大湾区内地城
市环境规制内容较多，既有国家层面颁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水、土等污染防治
条例，也有广东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管理条例，还有地市层面的环境政策和标
准。规制的执行和监管由各级环保部门进行，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公众参与度相对较低。

（2）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对象侧重点不同。受发展阶段和发展结构的影响，粤港澳
三地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不同，因此其规制的对象与内容不完全相同，细致程度也不
同。广东仍处于工业化中期，2019年第二产业占GDP比例达40%，通信电子设备制造、
汽车、家用电器、纺织、家具是其主导产业[34]，环境污染也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排放，
因此其环境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工业生产部门。如在大气环境规制中主要通过技术改造引
导、关停等多种手段对高污染行业企业进行综合整治；加强污染源建设项目的“三评
价”与排放管理等。而香港、澳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占GDP比例长期超
过90%，产业主要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商贸、物流、博彩等，交通、服务业
和居民生活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因此，港澳对公民行为、公共服务业以及进出口
的环境规制更多，且规制标准相对严格细致。如香港机动车采取欧六排放标准，驾驶过
程中规定司机不得于任何60分钟时段内运作停定车辆的引擎合计超过3分钟等。

（3）粤港澳三地环境执法途径和执法力度不同。港澳环境监管执法措施多样，包括
巡查、突击检查、录影监视、市民投诉等，且处罚力度大。如香港对违例者最高罚款可
达500万港币，严重者还可能被判入狱。内地城市主要通过一系列环境治理工具进行环
境治理，包括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估、超标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责任城市综合评价
监测系统、排污许可证、污染集中控制系统、污染限期治理、清洁生产以及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等[35]。相较而言，澳门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不如广东和香港严格，主要是对
许多活动出台技术指引，但这些指引没有法律效应，也没有对应的监管和处罚措施，强
制性不高。但澳门比较注重环境保护的公众宣传教育，科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4）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排放对象，粤港澳三地监测的对象、污染物类型、监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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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限值标准等都有所不同。以三地对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为例（表1），广东和
澳门都是区分不同燃料和热能转化设备使用不同的污染物控制指标，而香港则是针对现
有各个发电厂和新建电厂分别制定不同的污染物控制指标；在规制污染物方面，除了三
地均控制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外，广东还对燃煤锅炉的汞及其化合物和烟气
黑度进行监测控制；在监测方法方面，广东有近 5 种监测方法，澳门只参考了其中一
种，香港则没有明确监测方法；在污染物限制标准方面，三地也没有可比性。粤港澳三
地的环境规制标准制定不统一。澳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参考中国大陆国标、欧洲、
美国、日本等的标准，但是与大陆的标准、项目等仍存在差异，如在水泥工业大气污染
物的排放标准中，大陆使用的国标区分生产过程、设备类型，更加细致，澳门则不做区
分。香港的环境规制部分直接使用国际标准进行管控，部分在参照日本和欧洲标准基础
上形成自己的标准。

（5）粤港澳三地环境质量监测信息获取范围不同，但共享机制不健全。行政边界分
割导致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生态廊道、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各自为政，环境基础设施等缺
乏有效衔接，如跨界河流上游的排水口和下游的取水口位置过近、相邻海域的海洋功能
迥异等问题[29]。目前，大湾区建成了统一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但跨界河流、近海海域

表1 粤港澳三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air pollutant emission control of thermal power plant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规制对象

空气污染物

污 染 物 限 值
（以SO2为例）

检 测 方 法
（以SO2为例）

污 染 物 限 值
（以氮氧化物
为例）

检 测 方 法
（以氮氧化物
为例）

法律依据

广东

火力发电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分燃煤锅炉、以油为燃料的锅
炉或燃气轮机组、以气体为燃
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燃煤
锅炉）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以 NO2 计）、汞及其化合物
（燃煤锅炉）、烟气黑度

不同燃料、热能转化、新旧设
施（35~200）mg/m3不等

HJ/T 56、HJ/T 57等五种方法

不同燃料、热能转化、新旧设
施（100~200）mg/m3不等

HJ/T 42、HJ/T 43等五种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火电
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11
广东省地方标准 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DB44/612-2009

香港

电厂 （区分不同发电厂和新建电
厂）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以 NO2

计）、可吸入悬浮粒子

1590+(7-A)×0.150
（注 1：适用于南丫发电厂及南丫
发电厂扩建部分；
注 2：A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
生能源系统并经电网输往南丫发电
厂及南丫发电厂扩建部分的累计净
输出电量总和（以百万度电计）；
注 3：可以通过使用排放交易来符
合排放总量上限的要求）

—

3230+(7-A)×0.308

—

香港特别行政区 空气污染管理条
例 指明牌照分配限额第八份技术
备忘录（至少每两年更新一次）

澳门

发电机组（分蒸气轮机及低
速柴油机发电机组、复式循
环燃气涡轮机发电机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以
NO2计）、颗粒物

不同燃料和热能转化设施
（35~290）mg/m3不等

HJ/T 56

不同燃料和热能转化设施
（50~500）mg/m3不等

HJ/T 43

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 24/2019
号行政法规 发电厂的空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参照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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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质量等由于污染物监测类型、监测方法和标准不一，尚未建成共享监测网络，无
法实现环境质量信息的对接与共享。

4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推进路径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
逐步增强，但现有合作以省府和城市
间合作为主，区域性合作较少；以会
议会谈和文件签署居多，合作实践事
件较少；主要集中在水体和大气的协
同保护和治理，合作的多元性较弱。
而该现象产生的核心原因在于粤港澳
三地行政体制不同导致的环境治理体
系相互独立，规制内容、标准和执法
方法力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针对上
述环境协同治理问题及限制因素，大
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应在尺度、形式和
领域三个维度进行拓展，推动环境的
协同联动，提高协同治理的可操作
性，扩展环境合作的多元性（图4）。
4.1 多尺度推动环境治理的协同联动

针对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体系相互独立、治理方式差异导致的协同约束，首先应建
立大湾区一体化框架下的环境治理统筹机制。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的制定，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结合港澳与内地经济发展结构、发展水平与特征等的差异
性，因地制宜，确立方向一致、分类指导的生态环境目标，协商规划区域生态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海洋生态功能区划、重大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打造大湾区环境的共同
体。其次要鼓励深港、珠澳等临界城市环境合作，积极推进跨界污染水体、固体废弃物
等的合作治理行动，建立跨界河流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标准等。第三，整合多方规制主
体与资源，协调粤港澳三地环保部门在环境规制途径和管制措施中的利益契合点，促进
政府部门、企事业机构、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推进三地在管理经验、执法手段和治理
技术的交流共享以及污染防治的联防联控。
4.2 多形式提高环境合作的可操作性

针对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模式和规制内容差异的限制，应积极拓展合作形式，切实
推进环境合作实践。首先，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统筹粤港澳三方环境执法、监管标
准和制度，提高联合执法的可行性和效力。如统一内地与港澳在车油路港船大气污染排
放等方面的环境标准，统一地表水、近海海域主要污染物的监测方法与评估标准，建立
统一的环境规制标准体系；加强内地与港澳环保相关从业人员资质、环保设备产品标准
等领域对接与相互认证；协调海域排污、供水水质管理；协同进出口商品环境管制，强
化危险废弃物的跨境转移监管等。其次，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在区域
范围内强化信息共享平台的标准化建设，以原有的“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
络”为范例，建立并完善大湾区全区地表水、跨界河流与近海海域环境质量生态监测网
络，建立区域环境事故、环境质量等信息定期披露和共享机制。第三要建立跨界环境污

图4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推进路径
Fig. 4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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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责任追究制度和协作治理行动机制，联合推进重要海洋保护区、滨海湿地、重要生态
廊道保护和近海海域环境治理。
4.3 多领域拓展环境合作的内容

针对粤港澳三地现有环境合作多以污染防控和治理为主，其他领域合作较少的问
题，充分利用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技术、治理理念方面的差异，积极拓展环境合作领
域。首先，加强环境治理理念的融合，如借鉴香港对个人行为的监管、澳门的环保宣传
教育等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其次要积极拓展三地在环境保护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合
作，打造大湾区环境技术交流平台和环保企业合作平台，推动企业间的商贸合作和环保
技术的共享。第三，创新环保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与环境共治模式，鼓励三地通过资金+项
目+技术的合作方式，推动广东区域性环保产业园区的建设，鼓励环保产业的协同发展。
此外，还可探索建立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排污权交易规则，重构各主体间的环保权
利和义务，以缓解强制性、命令性政策在跨界问题上操作性偏弱、管制成本高、效率低
等问题，提高协同治理的自发性和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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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ve factors and promoting approaches on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XU Die1, 2, MA Li1, 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ports from news media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well as comparative tex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gula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discovered its characteristics,
deficiencies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Then it established a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approaches
of furth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study area. It is found that the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d been increasing during 2000-
2019.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or among cit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ontributed a lot, but there was les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veri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olding conferences and signing related
documents were the major mean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area, but there were few
practical actions due to the lack of operability. Most of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ocused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novation of water and atmosphere environment, but the diversity of
cooperation fields was insuffici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three areas are not identical in terms of subject of liability and enforcement,
object of regulation, approaches and intensity of governance, contents and standards of
regulation, as well as scope of supervision, which have become constraints on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paper
suggested that the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be promoted to more comprehensive scales, more
effective forms and more diverse fields. Firstly, the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region should be stimulated from a more comprehensive scale, to promot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the whole region. Moreover,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multiple forms of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operabilit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inally, besides water and
atmosphere protection and renovation, the fields of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hould be expanded to promote broder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
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w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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